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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军阀统治与民国时期河西毒品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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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1—1942年，“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廊驻扎大量军队，为筹措军费，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巨额
烟亩罚款和摊款，河西烟毒由此泛滥，成为甘肃省第一大鸦片产区。 在”青马”军阀的抵制下，河西“禁政”倍受阻挠，
效果不彰。 “青马”军阀之所以在河西为所欲为，是中央权威缺失，对地方实力派控御乏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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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家军阀是近代兴起于西北的主要地方实力派，
对近代甘宁青的政局影响甚大。1931—1942年，青海
马步芳、马步青集团（简称“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
廊驻军长达10年之久，掌握着地方政治实权和经济
命脉。甘肃省“政府对之，无绝对支配力量。最好的场
合，不过办带面子上的敷衍而已”［1］。河西地区由此成
了“青马”军阀的外府，在此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
烟亩罚款，遗害累累，民不聊生。

一、“青马”军阀掌控下的河西毒品泛滥
“青马”军阀在河西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军费由河

西各县负担。 仅仅依靠田赋很难维持大量的军费开

支，青马军阀遂把主要目标放到鸦片的种植和贩卖
上。 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以资挹注
军费。 在此情势下，河西地区的毒品种植面积迅速扩
大，成为甘肃省最大的毒品产区。

河西地区毒品种植泛滥，时人多有记载。 高良佐
在永登看见“四郊叶绿短茎、弥漫畦圃者，皆罂粟
也”［2］58；过临泽时，“一路罂花怒放”［2］180；从永昌到武
威途中又见 “罂花盛开，宛如芙蓉，而绚灿过
之”［2］181—182。刘文海从酒泉赴张掖途中，见“遍地麦穗
如金，罂花似锦”［3］19，高台县“良田遍植罂粟”［3］21。 不
难看出，河西大片良田已为成片的罂粟占据。

表1 1934年河西各县种烟亩数及产额统计表
县名 种烟亩数 每年烟土产量 县名 种烟亩数 每年烟土产量
武威 83333 2500000 民乐 2533 76000
张掖 46666 1400000 山丹 3021 90650
永昌 2833 85000 酒泉 9016 270500
民勤 1636 49100 金塔 2000 60000
古浪 16133 484000 鼎新 禁绝区域
永登 26666 800000 安西 433 13000
高台 4208 126252 玉门 4000 120000
临泽 3333 100000 敦煌 6133 184000
总产量 211944 6358502

  注：种烟亩数以亩为单位，产烟额以两为单位；每亩均以30两平均计算。
资源来源：《1934年甘肃省种烟亩数及产烟额统计表》，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根据表1，1934年，甘肃省河西地区的16个县
中，除鼎新县为禁绝区域外，其余15县均有鸦片种
植，种植总亩数为211944亩，占全省总种植亩数

493315亩的43％，产量6358502两，占全省总产量
14800000两的43％。 在该年全省64个种烟县中，种
植面积居前5位者河西就占有3县，分别是武威、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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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永登。武威县种植亩数高达83333亩，居第一位。可
见，河西的毒品种植无论在亩数上，还是在产量上都
位居甘肃省前列。

河西地区成为甘肃第一种烟大区，除了鸦片能治
疗疾病，且便于运输，可充当货币换取外来商品等因
素外，根本的原因是军阀的强迫种植以征收烟亩罚款
使然。

表2 1934年河西各县烟亩罚款数目表 单位：洋

武威 320000 高台 70000
张掖 240000 山丹 100000
永昌 48000 民乐 55000
民勤 24000 酒泉 70000
古浪 90000 金塔 40000
永登 160000 敦煌 40000
临泽 70000 总计 1327000

资源来源：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
度工作择要报告》，1936年，第31—32页。

  烟亩罚款是河西农民负担最重的款项。1934年
甘肃省58县烟亩罚款总数为4524000元，河西各县罚
款占到总数的29％。该年的罚款大县为皋兰、武威、靖
远、天水和张掖5县，罚款均在20万元以上，武威高达
32万元。 实际上，烟亩罚款的征收往往超过表2额定
数字。 如金塔县1933年罚款额定为39000元，而实拨
付至50000元。1934年额定为40000元，而在上半年
农民烟土未收时，就已经拨付支解30000元以上［4］。
农民除承担此巨款外，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摊款，逼
得老百姓走投无路，生计维艰，不得不离村外逃。

二、毒品与河西农村经济之衰落
美国人罗斯认为，对于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或

甘肃等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鸦片是他们唯一可以销往发达的商业地区的产
品”［5］。 的确，撇开鸦片是毒品这一层不说，鸦片对于
缺少其它经济基础的西部省区来说，是一种极具经济
价值的商品。 张掖“所产的鸦片，横越巴丹吉林沙漠，
远销归遂（绥），再由归遂运回京广百货”［6］。 张掖如
此，靠鸦片贩运维持地方经济的武威、酒泉等县莫不
如此。 可以说，河西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日用品都与鸦
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种烟大县，每年鸦片收割
之时，地方经济迅速“复活”，“繁荣”一时。 武威“为西
路鸦片之集中地，每届烟会，商贾云集，戏班、妓女，连
袂而来，为西路所未有”［7］172。

鸦片虽说给地方经济以刺激，使其“繁荣”，然而
这种“繁荣”是短暂的、畸形的。 凡是依靠鸦片支持地
方经济的县份，在鸦片收割季节一过，禁政比较严厉

或是销售市场萎缩时，必然会出现经济萧条局面。
1940年4月，甘肃省开始存土登记，一些烟土销售大
县立即出现了市面呆滞，银根吃紧现象。 酒泉县即是
如此，该县7—10月市面资金都呈“纯紧”状态，缘由
是“因禁烟关系占用资金，市面呆滞”［8］。总之，将鸦片
作为维持地方经济主导性产业的河西各县，在鸦片市
场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地方经济均陷入了破产不堪
的境地。

河西各县受鸦片的祸害至深且巨。 首先，种植鸦
片需要上好的土地，河西走廊的沃土被毒品侵占，导
致的直接后果是粮食总产量减少，粮价上涨，老百姓
无力购买，农家生计日窘，农民普遍“过着非人的生
活……吃的是洋芋杂粮，有时还上观音土”［9］。 其次，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但是，
河西地区由于沉重的烟亩罚款和无休止的摊款，使得
农民“视土地为累害，多相率弃地逃亡”［10］临泽威狄

堡为一大镇子，“居民旧有一千余户，迭经兵乱灾害，
老死壮逃，今仅六、七百户。 逃户粮赋，加由未逃户口
负责，于是痛苦益深，相继逃亡者亦益多。”［7］170随着
农民的逃亡，土地的抛荒，农村经济萧条不振。被推出
故土的农民，一些进入城市谋生，加剧了城市的生存
压力。 一些进入军队，暂求温饱，更有一部分变成土
匪，蹂躏乡里。

有种植，就有吸食，众多吸食者的存在，又给这个
原本脆弱不堪的社会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加速了农村
经济的衰落。河西各县的毒品吸食人数，据1939年统
计，共有烟民46715人，占全省烟民总数194376人的
24％［11］。 吸食鸦片成瘾后，身心俱废，使社会生产受
到打击。敦煌“当地的汉人，无论穷富老少、种田人、商
人和手工匠，只要鸦片烟枪在手，就什么事情都不想
做，因此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12］。 总之，“吸食鸦片
者之增加若干分，即从事生产者之减少若干分”［13］。
受长期吸食烟毒的影响，农人减少了对土地的劳动投
入，影响农村经济匪浅。

三、“青马”军阀掣肘下之河西禁政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一度宣称与鸦片势不两立，

决心根除净尽。1935年到1940年国民政府实施了“两
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可视之为国民政府统治期内
最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甘肃省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
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分期禁绝毒品，河西地区也纳入了
禁绝范围。 但是，”青马”军阀将河西作为自己的势力
范围，鸦片又是其主要财源，该地的禁政受其左右自
是不免。 甘肃省政府虽说在此地所费心思甚多，但收
效甚微。诚如有人指出的，“省政府虽然一直试图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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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禁绝鸦片的政策。 可是，鸦片交易主要操纵在到
处都存在而且非常有势力的秘密社团手里”［14］。
1940年10月甘肃省组织了禁烟检查团，分四组

对全省的禁政效果进行全面检举评估。第四组负责检
查河西地区，从组长戴建标的呈文中，可看出当时河
西禁政的各种面相及推行禁政的难度。

在禁种方面，马步青声称：“河西各县烟苗，早于
二十七年，遵照中央命令，提前禁绝已两年，无一茎一
苗发现。所有禁种工作，可负完全责任”。戴建标的考
察也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受驻军的协助，禁种效果非
常明显”。可见，河西的禁种的确取得了效果。令人困
惑的是，河西在禁种之前为甘肃重要产烟区，烟土充
斥于途，是地方军阀谋取财源的重要手段，但为什么
此地的鸦片种植能很快绝灭呢？戴建标给出的解释
是：“传说驻军当局听某谋士之建议，河西各县遵令禁
种，一方面可以取得中央好感，一方面境内积存过剩
之烟土，不出一年，烟价骤然增涨，再将民间存土集中
起来，定可获利倍蓰。”此种猜测虽无其它材料可以佐
证，但揆诸当时”青马”军阀聚集烟土，贩运买卖的事
实也有一定道理。

在禁吸方面，戴建标指出，河西各县局办理禁吸
均不认真：“（一） 办理烟民登记时，凡有权势之烟民，
均未登入，以致遗漏烟民甚多；（二）施戒时，大都入戒
烟所几天，甚至有不住所内，每天仅到所一次，以致未
戒妥者，约在半数以上；（三）具结自戒者，不过做一道
手续，仍吸食如故；（四）对于办理烟民调验所情形，省
府规定，凡烟民满三千名之县，始能设调验所，故烟民
未满三千名之县，迄今未办烟民之调验，又即已经办
理调验所之县，仍故意不调烟民入所调验，或虽形式
上调烟民调验，查其实际，所填烟民调验鉴定书，在数
百烟民中，竟无一人犯复吸者，如此敷衍了事之县，亦
比比皆是”［15］。 如永昌县登记烟民共在3000名以上，
大都为贫民与苦力，一般有钱有势之烟民，均未登入，
甚至“有父亲吸烟，以不吸烟之儿子代替登入烟民册
者”。登记在册的烟民入戒烟所施戒一二天，托人说情
即可出所，“故未戒妥者甚多”。 戴建标对此地戒绝的
烟民分别抽样调验，发现竟有3／10的烟民有复吸现
象［16］。

在禁运禁售方面，戴建标给民政厅的呈文中写
道：“各县局对于禁运禁售，向来抱不问态度，故对于
运售甚少有案破获，而经营运售之人，为特殊情形方
面所派遣”［15］。 此处所谓“特殊情形”，即指马氏兄弟，
他们肆无忌惮地贩烟，政府法令对其无任何约束。 武
威向为烟土汇聚之区，“自禁烟后，因有特殊情形之武

力操纵，贩运为公开之秘密，地方主管禁烟机关置若
罔闻，至于该县城乡摊贩出售烟棒，行同出售官膏”。
古浪县大靖、土门为该县的著名产烟区和烟土市场，
又为通往宁夏的要冲，烟土自然很多，贩运极为普遍，
然“一般人民因怕特殊势力之谴责，不敢告发，故无法
查究”。 民勤县“居民因惧特殊势力起问罪之师，并噤
若寒蝉，不敢告密，故无法探究底蕴”［16］。

戴建标在检查完河西禁政后，颇为激愤地说道：
“烟土在军阀时代，为军阀敛钱之泉源，故特殊情形地
方之禁政，其废弛状态，可以不言而喻”。言下之意，河
西地区的禁政成效不大。为何会有如此结果呢？他将
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主其事的县长。 在武威督察期间，
他再三督促县长陈邦启将售烟犯法办，但“陈县长频
摇其手曰：‘办不得’”。 在登记民间存土方面，戴建标
声称多次催促，但“陈县长迟滞未行”。 总之该县办理
禁政“毫无成绩”。 古浪县长“穆云亭对于禁运禁售不
闻不问”［16］。 戴建标痛心疾首地指出：“负有禁政责任
之各级县政人员，为迎合特殊情形之环境，以一切禁
政法令，置诸不理，甚有多数不肖县政人员，借口特殊
情形，亦从中渔利，是以河西禁政，益不堪闻问”［15］。
诚如马丁·思所说：“在某些地方，地方官员准备采取
措施禁烟，但他们不能阻止走私和鸦片贸易……对许
多地方官员来说，军队是惹不起的，如果派一个小分
队去缴获鸦片，无疑是让他们去给土匪和军阀送
死”［17］。 河西禁政处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中，难得成效
自在意料之中。

作为组长的戴建标只有监督权，而无执法权，常
常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位置。“赤手空拳，如行
满地荆棘之途，虽略为披荆斩棘工作……仍以不能铲
尽荆棘，不胜力不从心之叹”。在工作举步维艰的情境
下，他不禁深感失望，请求辞职。他在给省府的报告中
说：“组长猥以菲材，蒙派督察国内著名有特殊势力笼
罩之河西，受命之前，自知不能胜任，曾一再恳求免
派，未邀核准。 组长为服从命令起见，勉力首途，经过
三月之奔波……虽做相当工作，无如各县特殊势力庇
护，除禁种已无问题外，对于禁运、禁售、禁吸，要办理
彻底，均成问题。组长赤手空拳，焉能达到任务。拟请
钧长向中央调派得力团队协助，庶克完成使命。 如无
得力团队协助，则组长已尽最大督察之心，再无善法
推进矣”［18］。 但省府碍于无相当人选，让其继续勉力
督察。

通过戴建标的描述可知，河西的禁政除禁种取得
了成效之外，其余在禁运、禁售和禁吸上均效果不彰。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甘肃省加大了禁绝毒品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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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青马”军队退出河西和中央军进驻，禁政因之
渐有成效。运售有所收敛，由公开转为秘密。同时，随
着烟价的高涨，烟民吸食受到限制，自动戒绝者不在
少数，一些沉沦不能自拔的瘾君子也因畏惧法令，转
为秘密偷吸，影响渐弱。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烟毒的泛滥，给正
常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创伤。 对于这一后果，
“青马”军阀难逃其咎。“青马”军阀之所以在此地纵毒
自肥，是南京国民政府无力彻底控御所致。 南京政府
虽时刻不忘分割、瓦解和消灭西北诸马，但诸马长期
以来形成的深厚统治根基，使其难以动摇，无奈只能
采取既打又拉的态度，对其在河西地区的大肆纵毒视

而不见。更进一步讲，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的毒品没有
得到彻底的禁绝，国民政府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有人说：“在败给共产党逃到台湾之前，蒋介石在
统治中国期间，与鸦片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日本人在
鸦片方面没能做到的事，他全做了。……蒋介石知道，
如果他控制了鸦片，他就能筹措军饷”［17］。 事实的确
如此，蒋介石政府受财政支绌、内忧外患的影响，在毒
品问题上一向态度暧昧，其所采取的“禁税并重”、“寓
禁寓征”政策，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毒品的巨大利益。正
由于此，毒品禁绝难得彻底。 在此情势下，地处西北
的”青马”军阀也就有恃无恐，利用毒品大发横财，祸
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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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 of “Qingma” Warlord and Drug
Spread in Hexi Corridor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SH A N G J i-f ang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w est Normal U 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From 1931to 1942，“Qingma” warlord stationed huge forces in Hexi Corridor，and forced
the masses to cultivate opium poppies to collect taxes．T herefore drug spread in Hexi Corridor．Ow ing to
the resistance of “Qingma” warlord，“government decree of forbidding opium” was obstructed greatly．
T he reason why the “Qingma” warlord acted w illfully i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cked authority and
could not control the local powers．

Key words： “Qingma” warlord；Hexi Corridor；drug；government decree of forbidding op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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